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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以顺民心为本””
□□ 杨艳秋杨艳秋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名言。这句
话流传广远，最初是化用自宋代程颐
《代吕晦叔应诏疏》，原文为“为政之
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扰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
社会民本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
代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政何以安民

民本思想滥觞于夏商，形成于周
初，历代学者对此皆有发明。随着国
家和社会的阶段性演进，传统民本思
想亦打上历史阶段性特征。到了汉
初，民本思想建基于“过秦”思潮之
上。汉文帝时期，贾谊在《新书·大
政》中系统阐发了“以民为本”。国
家兴衰存亡，无不系之于民，民众的
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

两汉至魏晋的民本思想在先秦诸
子基础上，对国民关系的论述更加系
统，进一步强调了民众的地位与作
用。对此，汉魏以来的学者在“立君
为民”和“政在安民”上皆有阐发。

在“立君为民”层面追求二者的
和谐统一是两汉民本思想的普遍共
识。严遵认为：“人之生也，悬命于
君，君之立也，悬命于民；君得道也
则万民昌，君失道也则万民丧。……
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
也。”在两汉学者的价值观中，君民
的和谐统一具有人伦的自然属性，正
如父母之于子女。经汉儒诠释，“立
君为民”理念不断完善，并深刻影响
着汉魏以来的政治实践。

其次，“政在安民”。刘安在进呈
朝廷的《淮南子》中明确提出“为治
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思想，并详细
论证了“勿夺时”“省事”“节欲”等
安民的具体措施。在汉初鉴秦之弊，
与民休息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安
民”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汉武帝时
期，主流意识形态从“无为”转向

“有为”，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醇
儒”仍继续阐发“安民”理念，并在
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提出应当“限民

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东
汉至魏晋时期，“安民”仍被广为阐
发，如东汉学者王充认为，“民治国
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
道之所为也”。

汉末至魏晋，统治阶层频频阐述
“民本”理念。如东吴陆逊议曰：“国
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
自古以来从无“民殷国弱，民瘠国
强”的情况，因此统治者“得民则
治，失之则乱”。其族侄陆凯亦以

“夫民者，国之根也”进谏吴主孙
皓，并告诫其应注重民众基本的物质
需求与日常生活状态。

民心何以向背

隋唐之际的政权更迭，特别是隋
如秦之速亡，使统治阶层不得不再度
审视民本，如太宗便有“君依于国，
国依于民”及“人者国之先，国者君
之本”之言。为君如此，为臣亦然。
贞观十一年 （637 年），侍御史马周
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太宗
君臣正是以该理念为基本原则，缔造
了唐初的“贞观之治”。

相对于唐，政治上具有高度自觉
意识的两宋政治家、思想家对民本的
阐述更为普遍。宋儒文集中，相关言
论不胜枚举。如宋仁宗时期的名臣包
拯有“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
安危所系”之言；石介有“民者，国
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
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
可忧也”之论。随着深受理学熏陶的
宋儒广泛参与国家政权，民本理念深
刻塑造了两宋时期传统中国的政治
伦理。

元初，极力倡导民本的是深受儒
学熏陶的中原汉人。在此后的数十年
中，随着儒学影响持续加深，蒙古权
贵亦渐接受民本理念。英宗认为：

“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
君？”

相对于汉魏，唐宋至元明时期因
理学本身对下层社会的关注和对“人
欲”的约束，民本思想在“民意”和

“君责”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民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舆

论，但其内核则是民心。唐宋时期，
统治阶层对“民意”相对较为宽容，
学者也多意识到“民意”同样为民本
的重要内容。唐太宗曾撰《民可畏
论》，“民可畏”也成为当时较为流行
的思想。唐初学者成玄英亦认为：

“不能爱重黎元，方欲轻蔑其用，欲
不颠覆，其可得乎！”强调多数人的
意志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柳宗元甚至
有“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之说，即
君主合法性归根结底来自“民意”，
而非“天命”。入宋以后，随着学术
下移，宋儒对“民意”更为重视，并
将其作为约束君权的有力武器。宋儒
领袖程颢、程颐进一步阐发了先秦民
本中“民可近，不可下”的理论，在
此基础上，“二程”提出为政之道，
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
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民心向背，
是政权是否稳固的基础。理学集大成
者南宋朱熹也提出：“丘民，田野之
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
之。”

对“君责”的思考。唐宋士人在
延续“民为国本”的同时，更倾向于
思考君主的本质。唐宋学者多认为，
君为私而民为公，而民则是天的实体
化。“君责”的基本理念直接影响了
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方略，由唐太宗
亲自编撰的《帝范》就是在民本理念
下向后世君主集中论述“君责”的典
型文本。

天下何以为公

经历元末兴亡之事的明太祖对民
心有深刻感悟，其将“天命”与民心
相联系，指出：“所畏者天，所惧者
民。”明太祖亦有“天生民而立之
君，君者奉天而安养斯民也”等论
述。“君为民立”也成为明初主流的
社会思潮。

进入明中叶以后，学者仍未停止
对“君责”的思考，活跃于成弘之际
的丘濬论述君为民立：“天生民而立

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君无民
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
而自为哉？”可见，上天立君，民众
奉君，则君必有教养、治理万民之
责。嘉万之际的学者吕坤立足于上天

“立君之意”，认为君主须“因天地自
然之利，而为民开导撙节之；因人生
固有之性，而为民倡率裁制之。足其
同欲，去其同恶”。

晚明以来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特别是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引发了
以黄宗羲、唐甄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在
传统民本思想的“重民—尊君”政治
模式基础上建构出以“重民—限君”
为基本模式的政治理念。在诸多“惊
世骇俗”的言论中，尤其以“公天
下”与“君为客”的主张最为突出。

古代中国自世袭取代禅让以来，
天下便为一家一姓之天下。明清之际
学者开始出现否定“家天下”政治意
识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天下为天
下人之天下”。如王夫之是“公天
下”的倡导者，指出“天下”是属于

“天下人”。因此，君主一姓兴亡，乃
个人私事；百姓生死，才是属于天下
之公事。与王夫之相似，顾炎武认
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
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矣”。这一对国家观念的全新诠释，
明确了“天下”与“国”的根本差
异。在“公天下”的基本原则之下，
为臣者是为万民治天下。唐甄的观点
与黄宗羲相类，他在《潜书·明鉴》
中提出了“封疆，民固之；府库，民
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
之”，进一步强调民的作用。明清之
际，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力图突破
传统民本的困境，使其焕发出新的生
机，出现重大变化。他们对天下本质
的思考，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
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
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
到天顺元年（1457年），薛瑄历任监察
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职。
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
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
清官。

薛瑄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期间，并
监湖广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
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
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
瑄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
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对
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
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
然，民众夸赞不已。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
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薛瑄
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
多月就办完了十多起冤狱案，不惜得
罪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王振。王振令
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
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
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
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
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
赞叹说“真铁汉也！”薛瑄蒙冤，王振
的老仆为之痛哭不已，向王振求情，
王振大为感动。恰刑科三覆奏，兵部
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
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
过七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
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平息叛乱。
其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
当地贪官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
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
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
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
之，不宜责以贡赋。”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
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
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
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
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
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
王文前往查处，王文为了表功，一下
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
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
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
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而不敢提出
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辩冤。最
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
者三四人。

天顺元年 （1457 年） 春，年近七
旬的薛瑄得到朝廷重用，被任命为礼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
与机务。他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
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
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
帝平庸无能，屈杀忠臣于谦。从此，
他对振兴朝政毫无信心，便以老病为
由接连上章，致仕还乡，聚众讲学，
著书立说。

薛瑄写过一部《从政录》，内有诸
多名言，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正以
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
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洽
事。”后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小窗幽
记》对此有记载，指出“此居官之七
要也” 。

第一要，“正以处心”。
这里说的是要端正内心。《大学》

里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所
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
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
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
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
心。”这里重点讲了两点：一是不要被
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所左
右和影响；二是心有所在、心有所
安，强调的是做事情的专注度。内心
端正，才能做事公平公正、一碗水端
平，才能在顺境时把握住自己，逆境
时能反求诸己，心态平和，不怨天尤
人。有端正的心态，是做个为民请命
的好官的前提。如果一个人心生贪
念，做官动机不纯，一定是个贪官，
是个国家蛀虫。有端正的心态，不为
名利，才能做成实事、做成好事。这
一点是“居官七要”之首，也是居官
的基石。

第二要，“廉以律己”。
当从“戒贪”“戒争”两个方面严

于律己。“戒贪”是要戒除在财物上的
贪念；“戒争”是要戒除在功名上的欲
望。这是对“正以处心”的补充和完
善。曾国藩《不求》诗云：“知足天地
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
为患害。……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
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诗句
虽说通俗，其理却是大道。这是无论
何时都有着积极意义的做官要求。

“贪”“腐”二字，居官者往往容易陷
溺其中，因此要戒之慎之。这实质上
是价值观的要求。居官者应该清心寡
欲，耐得清苦的生活，才能为民谋福。

第三要，“忠以事君”。
何谓“忠”？就是要尽己之力，恪

尽职守、维护权威、顾全大局，才能
上对君主，下安黎民。“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君
臣关系，是对臣子行为要求的进一步
深化和递进，强调臣子应当以忠诚之
心来服事君主。它不仅仅要求臣子在
行为上符合礼仪，更要求臣子在内心
上对君主保持绝对的忠诚。在中国传
统社会，要求这种忠诚是发自内心
的，是基于对君主的敬爱、信任，以
及对国家的责任感。

第四要，“恭以事长”。
“恭”作恭敬讲，“长”是自己的

上级。对上级要恭敬，要在工作和原
则上保持高度一致。如果上级有不足
之处，就委婉地提出来，不能置若罔
闻。恭以事长，实际上不仅要尊重上
级，还要尊重长者，而且对他人要有
恭敬心。这种恭敬心在日常中的表现
就是：他人好，我们为之高兴，有随
喜心，不忮不求，因为“忮者，嫉贤
害能，妒功争宠”，“求者，贪利贪
名，怀土怀惠”，实在是要不得；他人
不如我，我们要有同理心，将心比
心、推己及人，既理解人又帮助人。

第五要，“信以接物”。
何谓“信”？“人言为信”是也，

就是待人接物要以诚信为本，诚以待
人，信以处事。居官者如果不讲诚
信，将会败坏社会风气。《论语》中讲
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风必偃。”就是说，居官者的诚信
度，将决定社会的诚信度。如果居官
者不诚信，那么百姓的诚信度将受影
响，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
因此，“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
要地位。

第六要，“宽以待下”。
《中庸》讲“在上位不陵（通凌）

下”，在上者不欺凌、欺压属下；对待
下属要宽厚、宽容，要有容人的胸
襟，既能容短也能容错。在做实际的
社会管理工作和社会事务时，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每个人都有优
缺点，在安排工作时，应知人善任，
不应因为一个人的缺点就使他成为边
缘人物，应扬长避短，发挥每个人的
优点，安排他们胜任的工作。

第七要，“敬以洽事”。
“敬以洽事”按现代语言解释，就

是爱岗敬业。工作要当事业做，勤勉
踏实、兢兢业业，“择一事，终一
生”。对待工作不能不作为和乱作为，
更不应漠视民生疾苦，遇到工作推诿
扯皮。因此，“敬以洽事”可具体引申
为勤政爱民。薛瑄在《读书录》中诚
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
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
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
不至也。”他在《从政名言》中深刻阐
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
重要性：“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
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
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大力
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为我国古代藏书
事业进入黄金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第有明一代，君臣崇尚文雅，
列圣之著述，内府咸有开板……故其
篇帙繁富，远过前人”。而藩王宗室
的藏书又堪称其中翘楚，不仅历时绵
长而且分布广泛。

有明一代，封爵宗室须接受朝廷
赏赐的大量图书典籍，“亲王之国，
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所以，
明代的宗室几乎都会在王府建立规模
不等的藏书库阁，“有藩府邸必有藏
书楼”。这些历时绵久、规模宏大、
门类齐全的宗室藏书，对所在区域的
文教风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众所周知，明清统治者对民间藏
书禁忌颇多，《大明律》规定：“凡私
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
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
者，杖一百。”而所谓“应禁之书”
无疑是一张漫天文网，不管民间收藏
的诗歌酬唱、戏曲清谈，还是经史注
解、天文历算，都可能纳入其中。

而宗室藩府游离于统治和被统治
阶级之间，享受着较大的政治和经济
特权。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们恪守
对君主绝对的忠诚，明中央政府就会
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足够的自由。
所以，宗室敢于收藏一些宫廷不屑且
民间又不敢接触的书籍资料，从而为
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大量弥足珍贵的
善本精刻。比如，私藏天文历法之书
一直被视为意图谋逆的大罪，但郑府
朱载堉不仅收藏天文历书，而且还直
接参与编著历书。他于万历九年
（1581年）完成了自己第一部历法理
论专著《律历融通》之后，又在总结
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两部

新的历法——《黄钟历》和《圣寿万
年历》。这对于民间藏书家而言是难
以想象的。

此外，宗室藏书还搜罗了不少民
间风靡一时，但被朝廷认定为“无根
妄言”“不经之谈”的各类小说、杂
剧。比如，早年的宁王朱权曾将府藏
北曲曲牌350余种，并附录相应元明
杂剧作家小传、作品评价及戏曲术语
等内容汇编为《太和正音谱》 2 卷，
又名《北雅》留世。它是现存最早的
北曲曲谱，也是研究元明戏曲难得的
原始资料，价值之大毋庸赘言。在府
藏曲目的支持下，朱权还自创杂剧
12 种。周府宪王朱有燉在戏曲收藏
和著述方面同样厥功甚伟。《诚斋乐
府》收录其所作杂剧 30 余种，质量
甚佳、流传颇广，晚明文坛领袖钱谦
益赞之“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
中原弦索多用之”。其中，成就最高
的四部分别是《香囊怨》《团圆梦》
《仗义疏财》《豹子和尚》，前两者为
爱情剧，后两者为水浒戏，都是明代
中后期严令禁止的曲目。可当时明宣
宗朱瞻基除了赐给朱有燉“优衣一
袭、磕爪一板”稍具讥讽之意外，别
无其他惩治。由此可见，宗室藏书著
述有远较民间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也正是在他们勇于收藏创作的推动
下，前代至明的许多优秀“禁书”才
得以保存至今、福泽后人。

随着明代宗室群体文化素养和品
鉴水平的不断提升，很多藩府已经无
法满足于对图书典籍的被动收藏，转
而精选经史子集径行开板雕椠，甚至
自行著述，刊印传世。据明代学者周
弘祖《古今书刻》的统计，至少有
15 处宗室藩府从事自刻书籍，凡所
刻种类达142种；黄虞稷的《千顷堂

书目》则计为31府，凡244种；今人
张秀民综合各家论述及相关资料，认
为计有43府，93人，359种之众；弋
阳王府刻书 56种、蜀府 38种、楚府
26 种，分列藩府刻书的前三。当
然，这些也仅是现存可见可考的数
据，当年宗室自刻书籍鼎盛时期的数
量已经渺不可知。

藩府自刻书籍较采购还有一个明
显的优势，即其所提供收藏的书籍品
相、质量极高。因为当时稍具规模的
宗室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刻书机构，如
晋府有宝贤堂、赵府有居敬堂、徽府
有崇德书院、鲁府有敏学书院等。这
就充分保证了宗室自刻书籍无论是在
印刷版面上，还是内容校勘上均属珍
刊善本，品质直追宋元版籍。嘉靖朝
晋府自刻的《唐文萃》《宋文鉴》等
文集汇编，万历朝吉府的《二十二家
子书》，崇祯朝益府的 《茶谱》 21
种，号称众多藩府精刻中的三大经典
之作，享誉一时。总之，诚如潘承
弼、顾廷龙所评价的：“明时藩邸王
孙袭祖宗余荫，优游文史，雕椠之
业，迈轶前朝。”

凭借着丰沛的藏量、精良的刻
工，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宗室开始
亲自操刀著述。前文述及的宁王朱权
于经史子集、医卜星象、三教九流无
不有流传之作，“古今著述之富，无
逾王者”。毫不夸张地说，明代20余
宗室藩府几乎都有著述流传，涉及领
域更是包罗万象。现仅以史学和文学
为例，宁府著有《汉唐秘史》《通鉴
博论》《史断》《文谱》《诗谱》等，
晋府著有《宁夏志》《河南通志》《开
封府志》《圣典》《谥苑》等。《宁夏
志》开辟了宁夏地区编撰系统地方志
的先河；鲁府所著之《宫省览声录》

《典故辑遗》分别是历代年号和本朝
典制考据的佳作；郑府的《醒世词》
和《勤有文集》则清新隽雅，别具
风格。

除流连于文化艺术殿堂外，明代
宗室们还难能可贵地关注实务，甚至
涉足科学领域。周王朱橚鉴于“国土
夷旷，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
四百余种，绘图疏之”，名为《救荒
本草》。该书载录了 414 种野生药
材，增补先前本草所未载的就达 276
种，“皆详核可据”。另有《普济方》
100余卷，全书共分 12大类，收 788
法、61739 方，附图 239 幅，是我国
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学著作。前述郑
府朱载堉编订了新的历书，极大地方
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他还重新推算
了回归年的长度，并通过日影实地测
得了北京的纬度和地磁偏角。数学方
面，朱载堉在珠算上进行开平方、开
立方计算，得出了求解等比数列，首
创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异径管
说”，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物
理学方面，他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
度，解决了完全八度和纯五度的和声
问题。

明代宗室藏书作为一个涵盖藏、
刻、著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既有对
传统文化的传承之功，也有呼应时代
的开创之功，在明代独树一帜，对中
国传统藏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都
作出重要贡献。


